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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院和欧洲中世纪大学教育发展轨迹研究

———以封龙书院和巴黎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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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探究中国书院和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文化内涵以及它们本质上的异同，对中国现代
大学的建设意义重大。以封龙书院和巴黎大学为基点，从三个方面对中、欧古典高等教育的发
展历程进行了系统阐述：“崇圣尚礼和经世致用”的书院精神与“尊崇探究，追求自由”的大学精
神；受儒、释、道不同宗教文化孕育的中国书院和以基督教神学为唯一精神核心和行为准则的
中世纪大学；几近接近却又自成体系的中国书院和中世纪大学的组织结构。最后概述中国书
院和中世纪大学各自优秀的教育传承对现代大学的影响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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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
式，是在改造传统官学和私学的基础上建构的一种
独立的、区别于官学之外的、具有高度民办性质的
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书院之名始于隋唐，经唐末五
代时期的演进与传承，到宋代时（公元９６０年—公
元１２７９年）逐步发展成为官学之外最主要的综合
性高等教育组织，承担起读书治学和聚徒讲学的双
重职能，名扬燕赵大地的封龙书院便是创办于这一
时期。创建于十一、十二世纪的欧洲中世纪大学是
在僧侣教会学校和城市世俗学校的基础上创建起

来、以基督教神学和宗教法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的高
等教育组织，到十三世纪时期逐渐趋向成熟，巴黎
大学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之一。中世纪大学始
创于日耳曼蛮族征服希腊、罗马帝国时期，在日耳
曼、基督教和希腊罗马三重文化运动的冲突、整合
过程中，基督教以其传统文明传承者和保护者的身
份完成了与日耳曼、两希文化（古希腊和希伯来文

化）的融合，成为西方各国精神信仰的根基，也催生
了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产生。

　　一、封龙书院和巴黎大学的历史变革

（一）乱世中崛起的封龙书院

“封龙书院”于五代末北宋初正式进入中国书
院的行列，在此之前曾经是东汉李躬、唐代郭震等
学者的授业之地。书院挂名之初，恰逢五代十国
和北宋初期的动荡年代，期间战争连绵不断政权
更迭不暇，统治者根本无暇顾及兴学设教，以至于
社会上官学凋敝私学盛行。正是在这一时期，李
昉（９２５－９９６年，后汉乾佑年间进士、后周翰林学
士、宋太宗宰相）于后周年间（９５１—９６０年，梁勇：
《封龙山历史年表》）一度辞官重返故里来到封龙
山，重修封龙授业之所并为其正式命名。至此封
龙书院不仅成为李昉收徒讲学之地，也成为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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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盛一时的教育圣地。
封龙书院坐落于石家庄元氏县境内的封龙山

南麓，其沟深林密环境秀美幽静，自古是佛、道信
徒讲经释道、修身养性的绝佳之地。早在晋代时
期高僧释道安便在此讲佛译经。封龙书院的选
址、教学不仅深受佛、道文化的影响，更受到儒家
思想的浸润，它始终把修己至诚、志趣高远作为学
生教育的宗旨并发扬光大，由于学风纯正、名仕云
集，书院的声誉不断增强。至金末元初（公元

１２７９—公元１３６８），尽管整个国家依然战火连绵，
但封龙书院的发展却走向了辉煌。期间，幼年曾
求学于元氏的金正大末进士李冶（公元１１９２—公
元１２７９）弃官返乡，对封龙书院进行了再次修缮
并开始讲学授课。李冶高深的文学造诣和数学天
赋吸引了大批名士、学子：著名诗人元好问、元宣
抚使张德辉就曾游学于封龙书院并亲自担任讲

师；集贤学士焦养直、翰林修撰王德渊、著名戏剧
家白朴（元曲四大名家之一）和李文蔚等，都是封
龙书院培养出的经世致用之才。另外，李冶曾经
编撰专门介绍天元术的著作《测园海镜》，但是由
于内容繁杂，普通学者难以读懂，为此李冶在授课
之余，在封龙书院又编写《益古演段》一书，对《测
园海镜》进行释义和推广。李冶两部数学巨著的
问世，开创了中国书院史上数学教学的最高成就，
也奠定了封龙书院在中国书院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追寻自治之路的巴黎大学

创立于９世纪的巴黎大学，是在原来巴黎圣
母院和其它教会学校的基础上兴建而来，于１１８０
年正式获得法皇路易七世授予的“大学”称号。
巴黎大学的诞生恰逢中世纪欧洲社会趋于稳

定、手工业和商业快速发展、宗教神学盛行之时。
尽管巴黎大学起源于教会，一开始就不得不在教
会和世俗势力的夹缝中艰难求生，但当时巴黎是
基督教文化和世界各种文化交织的中心，基督教
神学和古希腊哲学的交锋吸引了欧洲各地的学者

和学子，也为巴黎大学的自治打下坚实的人文基
础。之后虽然大学在较长时间内不得不接受教会
的监管和约束，但也组建了类似于城市行会的巴
黎教师团体，以便抵制教会对大学的控制和当地
市民的侵犯，该团体成为今天巴黎大学自治模式
的前身；另外，为争夺各自在大学的利益，教皇、国
王多次授予巴黎大学管理特权，这使巴黎大学有
机会成立自己的大会议自治制度；１２０８年罗马教

皇伊隆桑三世终于授予巴黎大学师生自定章程的

特权，此举使巴黎大学的自治之路又向前迈进了
一步。十五世纪，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王权政
治的强化，巴黎大学享有的特权逐渐被取消，但是
巴黎大学的世俗化进程打破了教会对大学教育的

绝对垄断，奠定了巴黎大学实现全面自治的基础。

　　（三）中国书院和中世纪大学的真谛

封龙书院和古典巴黎大学仅仅是中国书院和

欧洲中世纪大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它们兴办过程
中呈现出的各种特点是中国书院（如白鹿洞书院、

岳麓山书院等）和欧洲中世纪大学流变过程中特
点的具体表现。封龙书院具有创建时间早、培养
人才多、历史贡献大等特点，虽然无法享有宋代四
大书院之名气，但它在兴办过程中基本契合了中
国书院的创办理念、宗教氛围、组织结构等，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而巴黎大学对其它欧洲大学的产
生、发展影响深远，甚至许多大学直接照搬它的建
校模式，固而巴黎大学有“欧洲大学之母”之称，具
有很强的代表性。封龙书院所体现出来的中国书
院所倡导的不附利禄、明辩通达的学风和以巴黎
大学为代表的中世纪大学所体现的敢于追求自

由、探求真理的教育信条，都为后世大学的创立构
建起良好的教学理念和教学规则。

　　二、创建理念的二重性

（一）中国书院的创办理念

作为儒家之道的象征，包括封龙书院在内的中
国书院在创建之初就体现出儒家士人的二重性。

首先，中国书院以精神再造为内涵［１］、以培养学生
崇圣尚礼、修养人格为宗旨，以传承和创新中国文
明之德性为目的。书院一贯重视对学子个人德行
的培养，把“化育人才”置于书院教育的首位。丽泽
书院山长吕祖谦（公元１１３７—公元１１８１）在为其书
院所制订《丽泽书院学规》开篇便说：“凡预此集者，

以孝悌忠信为本［２］”；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的领
袖朱熹（公元１１３０—公元１２００）则把董仲舒“正其
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３］”的品德培养作为
书院的信条；封龙书院山长安熙也曾提出“教人以
敬为本，以经术为先（《大清一统志》）”的教学理念。

众家书院制订学规、学则的目的都是为学子营造一
种醇儒的学术氛围，培养学生独善其身、内圣外王
的儒家精神。其次，书院教育秉承传道济民、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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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用的教育方针，把“重践履、务实行”的心怀天下
精神贯穿于日常教学之中。朱熹一贯主张的“学贵
利行”思想和李冶开创数学教学之先河的行为，都
是要求学生做到身体力行、经世致用，把“求道”与
“兼济天下”的治平之路联系在一起。由此可以看
出，书院的教育理念既契合儒家“教育化人”之学
说，也满足了国家对经世治国人才的需求，正是这
种天下为公的儒学思想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一代代

卓越非凡的治世贤臣。

　　 （二）中世纪大学的创办理念

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欧洲中世纪大学始终把

探究真理、追求自由作为其教学的精神内涵。正
如英国教育家纽曼所说，“大学是由来自世界各地
的教师和学生组成、共同探索各种知识的场

所［４］。”虽然欧洲经济的繁荣、城镇的出现为大学

的兴起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然而，中世纪大学
精神的核心却是来源于基督教新思想。当时，吸
收了两希文化精髓的基督教信仰已经渗透到西方

文化的各个角落，更流淌在欧洲各个阶层人士的
血液里，人们对上帝、对神的无限崇拜和虔诚，促
使他们对基督教超验主义进行不断的探索，这种
“探索精神”不仅成为中世纪大学发展的动力，也
使得智慧间、知识间的碰撞得以深化、真理得以检
验和完善，久而久之，“探究精神”成为欧洲中世纪
大学的价值追求。其次，“追求自由、寻求自治”是
中世纪大学创办过程中所体现的又一特性。随着
十一世纪欧洲经济贸易的逐渐繁荣，新兴城市的
不断崛起，城市的一些手工业行会、市政当局着力
打破教会几百年来对教育的垄断，自发地创办了
一些世俗学校，以满足城市快速发展的需要。而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出于自身谋生的考
虑，从一开始就试图摆脱教会、市政等机构的束
缚，模仿手工业劳动者的行会模式发展起自己的
教师行会，并通过收取学生费用和社会捐助的方
式来达到“自由自治”的经营目的，从而实现其专
门从事精神劳动、以教学为职业的谋生需求。经
过长期不懈的斗争，巴黎大学于１２０８年首先获得
教皇特许的师生自治证，为其它大学的自由自治
树立了榜样。

　　 三、独特的宗教影响背景

（一）多重宗教信仰浸润的书院

中国书院深受儒、释、道三种不同宗教文化的
浸润，“融突和合”精神始终贯穿于书院教育的各
个阶段。魏晋南北朝之后，曾一统中国文化阵地
的旧儒学，已经不能和博大精深、充满思辨哲学的
佛、道相抗衡，儒学佛化的现象日趋严峻，至隋唐
时期佛、道已发展到它们的鼎盛时期，寺院道观遍
布华夏大地。寺院道观的普及为书院的创建打下
了物质基础，因为许多书院就是在寺院、道观的旧
址上改造而来。尽管儒家为了再度崛起与佛、道
进行了长期抗争，但作为一种群体自觉他们后来
积极援佛、道入儒，以至于明朝大儒黄馆谈到“宋
儒之学，其入门皆由禅”（黄馆《明道篇》）。由此
不难看出，儒家学者曾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宋代理学的创始人周敦
颐。周敦颐一生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他的《太
极图说》就深受佛教禅师寿崖和尚影响，同时他的
“无极生太极、阴阳互化而万物出”学说又体现出
道家阴阳平衡的思想［５］，故而他的《太极图说》被
认为是一个以《易》为媒介，集儒、释、道文化为一
体的宗教融合体；朱熹则在周敦颐《太极图说》的
基础上论述了天地万物生成的过程，在他看来：道
就是理、道就是《易》之太极，“理、太极、道”实为一
体，因为它们都具有宇宙本体的意义。正是在禅
宗、道教思想的影响之下，朱熹才完成了儒家对形
而上精神的探究，使儒学的学术体系更加完整，而
不再仅仅局限于社会、伦理。
之后，人们把这种“儒释道”高度融合的新学

说称之为新儒学或“宋代理学”，而“宋代理学”的
形成促进了宋代书院的长足发展，使书院教育实
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三教归一。在此背景下，以儒
家社会伦理为主，以佛、道思辨哲学为辅的新儒
学———宋代理学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发挥起对书院
教育的引领作用，朱熹的“天理学说”哲学体系也
成为中国书院无可替代的教学素材。

　　 （二）基督教神学影响下的大学

基督教是中世纪大学唯一的宗教信仰。基督
教在中世纪文化出于荒蛮状态时，承担起拯救和
重建古典文化的历史重任，并逐渐发展成一个强
大的社会组织，欧洲最初的知识活动都是在这一
组织———修道院内进行的。随着基督教的壮大，
教会需要大批的神职人员为其服务，为此许多修
道院开始兴办学校以培养自己的神职人员。教育
向学校转移是中世纪最伟大的教育革命，正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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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革命导致了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产生。中世纪大
学创建之后，集宗教道德和封建伦理学为一体的
“神学”成为大学教育的灵魂，也成为支配中世纪
大学思想和行为的最高准则。宣扬基督教精神、
解读基督教教义、研习基督教教规成为大学的主
要学习内容，一切和神学无关的自然哲学等都被
剔除大学课堂，即使创办于罗马帝国时期的法学
也转变为研究戒律的教会法，其它科目只是被视
作研究神学的基础。在此背景下，以上帝为核心
的西方文化体系在有着强烈宗教色彩的大学得到

顺利传承［６］和传播。

　　四、自成体系的组织结构

（一）中国书院的组织结构

１．中国书院的管理体制
书院是以私人创办和管理为主的民间性教育

机构，通常实行教学与行政合二为一的自行管理
体制。但宋代理学盛行，书院在管理上也借鉴了
许多官学的经验，形成一整套独具特色的适合书
院自身发展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其次，由于书
院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国家教力不足而对

人才又渴求的矛盾，朝廷也采取积极扶持和鼓励
政策，经常捐赠或赏赐大批图书或田产给书院，以
维持书院的正常运转。

２．体系完善的内部管理机制
“山长”是书院的最高领导者，总揽书院的一

切行政、教学事务，同时也为学生开堂授课。山长
的选取遵循一定之规，一般邀请德才兼备的鸿学
大儒来担任，如范仲淹、朱熹以及封龙书院的李冶
等都曾做过书院的山长。在此基础上，书院还通
过建立“学规、学则、教条”等手段来规定书院治学
的目的、宗旨、内容和方式等，这样既从宏观上确
定了书院所遵循的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也从细
微之处规定了学生在生活、学习过程中的日常行
为规范。吕祖谦的《丽泽书院学则》、朱熹的《白鹿
洞书院揭示》、王守仁的《教条示龙场诸生》都曾在
书院的兴办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３．成熟规范的教学过程
首先，从教学的主导者———教师来看，书院教

师以新兴儒学代表理学家和著名学者为主，他们
往往能够通讲多部儒家经典，并在某一领域成就
非凡，因此他们所在书院也经常成为某一学派的
渊薮之地，如朱熹做山长的白鹿洞书院就成为理
学研究的中心；其次，从书院的教学内容看，大部

分书院是以习学理学为主，宋、明大师的著作、讲
义是书院的主要教材，学术思想建立在引经据典
的“考据学”基础上［７］，后来又逐渐增加了史学、医
学、训话学、音律学等科目，而像封龙书院在儒家
经典之外又开设数学且成绩斐然者为数不多。

　　 （二）中世纪大学的组织结构

１．中世纪大学的管理体制
中世纪的许多大学都是在教会的支持或引领

下创办起来的，教会理所当然的成为大学的庇护
所和领导机构。另外，在基督教会极力宣扬“神权
主宰一切、上帝高于一切”的时代，中世纪教廷也
希望通过大学教育，为教会培养更多神职人员和
教徒，所以他们自然地成为大学文明的保护者。
再者，中世纪大学创建之初，欧洲各国战争连绵不
断、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很难形成高度集中的王权
统治，因而当时没有任何与神权抗衡的王权政治
能够控制、打压大学的发展进程，同时大学也往往
利用教会和国王之间的矛盾，为自己赢得很大程
度上的自治权，如巴黎大学就率先争取到教师资
格认证权和聘任权。

２．自治性的内部管理机制
中世纪大学建有自己独特的管理体系，虽然

基督教教会是大学的主要创建者，但是中世纪大
学毕竟是一种典型的民间组织，它们虽然遵从教
皇或教会制订的规章制度并以基督教教义为教学

蓝本，但学校也参照中世纪城市盛行的行会制度，
建立起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师行会和以学生为主的

学生行会，而大学校长则由教授会的主任和学生
会的代表共同推选，这样大学在最大范围内维护
了自己的利益，并能以集体的方式摆脱教皇和教
会对大学的束缚。在长期地抗争中，中世纪大学
完成了环境分化和自身成长的蜕变，到十七世纪
时逐渐迈入现代大学的行列。

３．渐趋完善的教学过程
从教师队伍来看，中世纪大学教师资格的合

法性，主要取决于本人的学历层次、职业资格成绩
以及个人职业上的魅力。面对教会对文化的垄断
控制，教师们往往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质疑者甚
至叛逆者（例如阿贝拉尔），他们经常团结起来通
过罢教等方式来抗衡教会的势力，抵制一切在他
们看来不合理的行为准则，到１３世纪３０年代，他
们争取到教师资格的审核权，最终把自己从宗教
神权的世界里解放出来；从教学内容看，神学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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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大学所设置的主要的学科，教学内容直接来
源于基督教教义、《圣经》及其注释。

　　五、结束语

纵观中国书院、中世纪大学各自的发展轨迹，
它们在创建理念、宗教信仰、教学模式等方面，几
近相似却又各不相同。尽管都曾遭受无数挫折，
却也在各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

彩的一笔。
中世纪大学独具特色的办学宗旨、教育制度

和宗教信仰，为相对独立的教师和学生提供了积
极探索和追求自由的空间，师生们不仅有能力担
负起文化保护和传递的责任，更养成了科学创新
和自然创新的精神追求。尽管神权教育一度成为
束缚人们追求科学和自由的桎酷，但对基督教信
仰的探究、对希腊理性哲学的笃信，激发了他们创

建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的信心，从而打破了基督
教神学独霸讲坛的格局，为西方近代科技革命的
兴起奠定了基础。
作为古典高等教育的实施机构，中国书院虽

然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但是书院物化的消失并
不意味着书院精神的终结，它的凤凰涅槃为开启
中国现代大学建设之先河奠定了雄厚的文化基

础，上至张之洞基于体制变革的“中体西用”论，下
至蔡元培的学术自治以及梅贻琦的通识教育等

等，无不传承者书院制度的优秀精神。在当今发
展改革的十字路口，中国大学的再度重生只有在
借鉴欧美大学先进理论和制度的基础上，实现与
中国古典书院精神的有机融合，才能建立起一个
“以仁爱为核心、以独立和自由为底色、以民主和
科学为表征［８］”的具有时代特色的现代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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